
媒介学:观念与命题
*

———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

陈卫星 ［法］雷吉斯·德布雷

摘 要 雷吉斯·德布雷(Ｒégis Debray，1940—)是法国哲学家和作家，长期以来在法国大众媒体上有较
高曝光度的公共知识分子，先后出版数十本著作以及各种论文和大量的媒体访谈。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他逐步创立一门名为“媒介学”的学术研究范式，聚焦各种象征符号、社会集体组织和信息技术系统的互动关
系，研究这些关系在一个社会或跨社会当中的传播功能和意义效果。2014 年 9 月，清华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德布雷关于媒介学的奠基性著作《普通媒介学教程》，“即引起大陆传播学界的关注”。随后，主持翻译的陈卫
星教授在中国传媒大学和德布雷进行了一场学术对话，就媒介学的关键词、媒介学与经典原理的关系以及媒
介学的人文学科价值等问题进行了对话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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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递是不是一种基于界面的信息再生产?

陈卫星:我们知道媒介学这个名词或者说术

语，是您的发明，最早出现在您 1979 年的著作《法
国的知识权力》(Le pouvoir intellectuel en France)
一书当中。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你的一系列
著 作 开 始 探 讨 和 建 构 媒 介 学 的 问 题

(problématiques)。今天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个
研究方向，之所以我们可能比西方人更好奇这个

研究方向，是因为在利奥塔等人宣布宏大叙事终

结之后问世的媒介学有可能具有一种历史哲学的

立意或意涵。这样说的理由是您在 1981 年曾出
版一本您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政治理
性批判》(Critique de la Ｒaison politique ou l’in-
conscient religieux)，而你在十年后发表的《普通媒

介学教程》(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一书中
再次重申此前提出的历史观:“在《政治理性批
判》一书中，我曾经试图说明人类历史是合二为
一的两个历史。事实上是两个相互交叉的记载，
但是要合理地加以区分(如果混淆就会产生最可

怕的恐怖主义，在知识上和治安上都是如此)。
有人与人的关系史，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史。前者
是一种可逆反的强度，一种不分前后的重复空间;

后者是一种积累性的延伸，一种发明与发现的开

放空间。艺术、宗教、神话、政治属于第一个领域;
科学和技术属于第二个。”①事实上，我们是否认
为您另辟蹊径地找到一个研究方向，即把人类文

明史上与信息移动相关的物质变量统合起来，借

助技术性、物质性、微观性的研究为历史提供另外
一个多元、偶然的开放视角。

101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传播学科发展前沿研究“(11AXW003)的阶段性成果。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这就衍生出一个比较重

要的概念问题，即如何翻译媒介学的一个关键词

transmission。这在中文语境出现两种翻译，一个
是“传承”，一个是“传递”。前面这个词含有一个
接受和继承的意思，后面这个词更强调“抵达和
接触”的意思。我们倾向于第二种翻译，理由是
不能仅仅将 transmission 理解为一个被动的历史
性过程，因为其中不仅包含基于技术平台的物质

性流动过程，而且强调思维主体和物质客体的平

等关系，就是您自己主张打破的“思维主体在上，
物质客体在下”的二元论。同时，我们也意识到
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界

面差异意味着一个独立的信息再生产，比如传统

媒体如书籍、报刊、广播、电视和现在流行的以智
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代表的新媒体各自所代表的话

语体系和话语模式不仅有差异，而且在时间流程中

的累积效果也大相径庭，前者有机构背景，可能是

线性状态并形成一种可以持续的力量;而后者借助

自发性，可能是点状并幻化为一种瞬间的热度。
德布雷:首先我要说明的一点，我所谈论的媒

介学，不是大众媒介社会学，而是一种对文化领域

和技术领域的互动研究。如果你们考虑到印刷
术、汽车、互联网等技术更新的文化效果，换句话
说，文化不只是存在于头脑中的东西，也包括拿在

手里的东西，比如使用的工具。我对这个问题的
思路是这样的，就是观念在引导人们行动的过程

当中，思想具有强大的制导功能，比如人类历史上

最早出现的宗教思想和后来出现的各种开启社会

大叙事的思想。在这里，我要引入一种重要的区
别，即传递和传播间的区别。现在所做的就是在
传播，我发出声音传递到你的耳朵，信息由发出者

传递给接收者，传播阶段就告完成。我所传递的
东西可能是两年后我回过头来想知道的东西。有
的动物也很会传播，如海豚和蜜蜂都能精彩地进

行信息交流。只有人是能传递的动物，这就是说，
人能把自己遗产传递后来者，后来者又对此遗产

进行加工，再传递给后来者。现在我们有很好的
装备来控制空间和时间。这就是，我们清楚地知
道如何定位别人，如何缩短距离，但我们还不能掌

握如何缩短时间，因为存在着不可压缩的时限。

例如，在空间上北京和莫斯科的交通时间可以根

据飞机的速度，而在人类自我再生产的生孩子这

件事上面，十月怀胎的时间就不能压缩，这就是说

有的时间不能被压缩。
媒介学是思考大众媒介的另类方法。因为人

有着自己的历史，而蜜蜂没有自己的历史。为什
么人类有自己的历史? 因为人类一代一代地传递

着物质工具和智力工具。换句话说，今天的蜜蜂
是两千年蜜蜂的准确复制品，今天的中国人则不

同于两千年前的中国人，而是一个累积起来的中

国人，有一个累积的历史，是一个创造中国历史的

中国人。要传递就要有保存，这就是说存在着遗
产继承，必须积累痕迹和档案。要保存就需要图
书馆、视频资料库和纪念物，以便能延续传递，实
现积累和变迁。矛盾的是，一般意义上革命者是
一些好的保管者，革命者是历史的积累者，他们在

时代变迁中保持一种记忆的延续。今天，我们这
个时代存在着一种危险倾向，人们在失去记忆。
传递是一种累积的过程。这就是说，要传递就要
继承、吸收和改变。在传递中存在着重新表达和
适应，也就是说存在着被转变和被改造的内容，这

个传递不是简单地把一种物件传递给另一个人，

而是需要再思考、再表述、再转化。如陈老师想传
播媒介学，他在传播的过程中就会有重新表述和

创新，要适合中国的语境，找到适合的语言。不能
仅满足于重复，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进行再创造。

二、技术的创新性能是不是可以中和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论?

陈卫星:您所参考的对印刷史的研究成果证

明，印刷工艺流程的质检技术规范是现代工商职

业伦理的一个起源。因为排版要求字词校对的一
丝不苟，同时在排版过程中会有各种旨在修改、篡
改和阐释的泛文本的参与，对文本的阐释和创新

逐步扩大人们的认知视野。从此以后，理性主义
从职业态度上升为一种抽象观念，要求权威必须

有原则，任何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都开始不得不接

受理性的挑战，并在这种挑战中让媒体技术扮演

历史的接力棒。你在书中是这样说的:“文字最
初是教士的特权，可它后来也成了政教分离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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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者，支配的工具，革命的介质。”②

如是说来，专业领域的技术规范所建构的职

业伦理，逐渐成为西方社会近代化过程当中的社

会伦理的一个重要基础。那这是否意味着技术创
新所代表的新生产力打破二元论的画地为牢，因

为技术的力量和科技的创新可以改变社会的生态

结构，甚至是重新建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

系，比如说我们今天实在难以把互联网单纯归类

为经济基础或是上层建筑。技术的历史始终与社
会、经济和政治在一起。如果说技术创新的性能
提供人的表达能力和表现范围，势必要产生两个

人类学的假设，一个是人性是否最后跟随技术对

人的解放所提供的可能性? 另一个是人们对时间

的选择究竟是地方的时间还是非地方的时间?

德布雷:您提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

元性问题，在这里我要参照一下西方的传统。在
西方，我们有这样的二元划分，即灵魂与身体、物
质与精神等二元对立，这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伴随

着古希腊哲学和柏拉图而来。在柏拉图看来，高
高在上的是可理解的世界，这是些重要的东西，下

面存在的是物质，即一些基础的、琐碎的东西。我
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反唯心主义的，认为历史

演化的决定性元素存在于生产的物质性工具之

中，存在于劳动工具或生产资料之中，在上面的是

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世界。但马克思似乎没有
考虑意识形态也有自己的物质基础。换句话说，
如果把没有文字的口语社会、印刷社会以及音视
频社会来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思维并不相

同，即存在着象征世界的断裂。
象征世界的断裂指向了媒介学，阿尔都塞提

出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概念，指的是报刊、电
视、大学等。我个人的感觉是，与法国相比，中国
的发展更适合媒介学。这有一个简单的原因，中
国没有二元主义或二元划分的传统，中国有自己

的“和谐”概念，深谙“中庸”之道，有一个人与外
部环境交流并保持一致( communion) 的孵化环
境，我们可以说媒介学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也就

是说，是对环境(milieu)的研究，在这种环境中被
称作媒介圈(médiasphère)的文化得以发展。媒
介圈是一整套或一系列技术工具(或器械)，它们

制造了我们毫无感觉地生活在其中的空间。如您
所说，这个技术文化环境似乎是自然的，因为我们

意识不到。这是一个无意识的环境，如鱼意识不
到水的存在，好的传递是意识不到的传递，这不像

丢了眼镜就能感觉到。好的路径是您感觉不到的
路径，当然必须得铺设这条路径。当您开车时，您
意识不到，觉得这是自然的。不过，建造的道路系
统是对自然的征服。因此，这就容易产生一种无
意识，是媒介学的无意识，我们难于把这种环境客

观化或具体化，我们只能通过比喻或比较的方法

来体会其中的具体差异，例如我们处在视频环境

中，我们会意识到印刷环境，在印刷环境中，我们

会意识到书写环境。因此，要想成为媒介学学者
不容易，需要一种体谅历史的阅历。
有两个非常简单的历史案例。我们说没有文

字的民族没有历史。原因很简单，要书写历史就
要书写一系列的事件，要书写一系列事件，就必须

有注解(annotation)系统，需要载体。没有文字的
民族生活在某种永久的当下之中，他们只有记忆，

但记忆是不固定的，因此不能组织一系列的按照

时间序列来编排的事件。第二个问题是西方社会
历史中的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传播流动

越来越多。但是如果没有印刷术，也就没有新教
运动。随着印刷术的出现，人们都可以自由的接
触《圣经》，不需要再通过教会机构，人们就可直
接接触神圣的文字。这是印刷术的重要效果，是
信仰( foi)的个体化，也就是说，不再需要神父和
教皇，您自己可以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传播者，这是

西方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颠覆。明天，如果您想写
一部共产主义的历史，比如说 19 世纪出现的共产
主义运动，就发现它的诞生和传播与印刷业和印

刷文化分不开。在 19 世纪，所有的社会主义运动
的奠基人或活动家或是些印刷工，或是排字工人，

或是编辑，这些都是被称作“书报人”的人们。我
们可以说，社会主义运动从书籍演绎而来，由学校

推动，由报刊反映出来印刷媒介是本质性的，是党

派的组织者。因此，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对
应的是“书写域”，是一个印刷小册子、报纸、论
文、红宝书的印刷世界。
今天是一个由影像引领的世界，在被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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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域”的世界中，一些源出“印刷媒介圈”的思
想难以继续产生飞跃式的发展。为什么呢? 只有
通过书写文本才能有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一种乌

托邦式的希望(anticipation)。而被记录的影像可
以显示某种观念，是一种未来的影像，一种当下的

影像，一种个体的影像，但你很难通过影像来发展

一种对抗、否定现存东西的观念，影像只能记录客
观存在东西。如何能够为一种非可能性拍照，如
何为一种未来的概念拍摄? 如果没有书写工具，

我认为就不能进行分析，如黑格尔、马克思等所
做，我想我们不能去分析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

系统。因为我们只有当下的现象记录，却不能说
明和剖析这些记录，看不到辩证性的超越，影像没

有辨证性，否定性(négativité)退却，缺乏超验性。
我不是简单地从技术层面来进行推理的，因

为我们处在一个生态系统当中，其中有因果循环。
在生态系统中，存在着物种、土地和地域间关系的
建立以及气候环境，不是说地域机械地生产物种，

存在着某种简单的循环因果关系，而是其中还存

在着文化创造和技术环境的互动。换句话说，由
于历史、社会以及发展环境的不同，一种技术创新
并不能生产相同的东西，你们在我们之前发明的

印刷术，但是你们并没有用那些木板印刷作出重

要的事情，但在我们那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你
们发明了火药，但你们用火药来制作烟花，而我们

却用来制造了火炮。因此，技术创新需要某种文
化环境来开发它的潜在能力。
关于您提到技术解放人的问题，还提到人们

选择的时间是地方的还是非地方的问题。我在此
想做一个技术和文化间的根本区别。必须经常把
二者联系起来，在文化的后面经常有一种技术，在

技术的后面往往有一种文化，但是技术具有汇聚

特征，技术是标准，是一致性。当我来到中国后，
我发现在中国有着与法国相同的技术世界，我们

有着相同的手机，我们有着相同的摄像机，因此存

在一种使世界均质化的元素，一种统一化的元素，

消除差异。我在巴黎开车和在北京开车都一样，
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全球化。对于技术而
言，这很简单，因为大家有相同的标准。那么，文
化是什么呢? 是当我来中国后，我读不懂中国的

文字，这是因为文化彼此不同。文化产生差异，技
术产生相似性。认为我们在技术和经济领域中生
产着相似性，我们就可机械地在文化领域内也生

产相似性，这是一种幻觉，也许我们的自我出发点

是相互认知的前提，自我认同是相互认同的一个

基础，当然这也可能是一个不断反复的历史性过

程，其中有差异，也有重合。这就是为何提到人们
的选择的时间是地方性的或是非地方性的问题，

这有两个时间，技术时间是相同的，但文化时间是

不同的。你们有着自己的文化时间，这可能就是
您不能真正传播的东西，对您对我都是如此。对
我而言，中国人的思维、文字和记忆往往属于他者
的东西，必须要记住在历史中存在着两种时间性

( temporalité)，技术的标准化将创造越来越多的文
化和宗教差异。

三、媒介学的观念会向我们担保认知世界的
认识论吗?

陈卫星:在您的著作当中，您认为这种信仰和

能量来源(包括超验性)的缺失是一种媒介域

(médiasphères)的转换所带来的危机，因为信息载
体的碎片化分化了社会内聚力，弱化了集体身份，

泛化为丧失个体责任意识和共同体意识的信仰危

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通过研究信息传
递的技术创新的载体如何产生文化结构的效果，

媒介学提供了一种引导道德、关系向权力和知识
的转换的辩证思考。这里涉及到一个新的历史主
义态度，即历史的循环观与历史的线性观如何平

衡的问题。您在书中提出的建议是:“每个人根
据其对这种历史新近的创造的评价去衡量，究竟

是要把历史看作是最好从中醒来的恶梦还是对个

人汲氧来说不可缺少的开放窗口。两者互相对
话，而且无疑也应该一起对话。”③

如果从知识建构和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我

们还可以这样归纳您的研究，即从宗教社会学考

证象征权力的来源，从近现代史上的权力博弈解

析舆论机构的效能，从物质载体的技术形式勾勒

社会的变迁动力，用技术生物学的观念呈现媒介

机制的感性源头，充满激情的社会主义运动史的

怀旧证明印刷文化的历史美德，公民媒介学的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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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性议题无疑是对传统政治学的理性挑战，而所

有这些史实的梳理、概念的辨析和叙事的趣味是
否可以界定为一种新进步主义观，即从过去旨在

改变世界的总体性、抽象性和理想性转化为一种
多重的、补充的和多学科的跨越和连接。这种旨
在发现存在于现象之间的一致的关系的发现对我

们打破工具主义的学科观念有什么意义和可以预

测的发展未来?

德布雷:您的提问包含着很多东西，一开始就

提出一种危机、信息技术载体的碎化问题，碎片化
稀释了社会的内聚力，弱化了集体身份。是的，我
们处在一个新的被称作“数字域”的媒介域中，这
个媒介域在“视听域”之后，是一个二维码的、影
像的和符号的世界。的确，在这里存在着碎片化
的倾向，原因很简单，我们从一个以发出者为中心

向大众传递某个信息的大众媒介系统开始过渡。
我们从大众媒体过渡到自媒体。这就是所有人都
可散布信息，不仅仅是接收者，而且也是活动者，

也是作者。在这里存在着对个人主义的惊人推
动。也就是说，人们不再说“我们”，而是说“我”。
利用手提电脑或移动电话就可发表自己的意见，

他与其他人的意见有着相同的价值。这就是我们
所说的传播的“去制度化”，制度性越来越少，个
体性越来越多。一种技术创新会修正权力关系，
不仅是国家与公民间的关系，而且也修正代与代

之间的代际关系。
文字的发明使以往的记忆保存形式变得不再

重要。有了文字，现在一个年轻人和年老人能知
道同样的东西。现在，代与代之间有着相似的现
象。老人们把知识传递给年轻人，但是有的技术
创新反过来让年轻人把知识传递给老人，我得向

我的儿子讨教如何使用我的手机。年轻人对老人
们在传播系统方面有一种新的霸权，但延伸到政

治方面，情况就比较复杂。今天，在西方存在一个
令人麻烦的问题，社会的上层和中下层同时能够

获取相同的信息。这就是说，在总理通过法新社
获得一条信息的同时，我也获得这条信息。以往，
政府首脑，总理获取的信息，自己保存起来，不对

人们公开，私藏某些信息元素，如屠杀、铁路事故
等，但今天所有的人，所有的公民都能自由的接近

这些信息。这非常重要，因为对信息的单向支配
变得非常困难。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永久的现
实性之中，我们称之为“当下主义”，这就是我们
经常处于当下状态，没有记忆，没有方案，我们紧

张地追踪早晨新闻、午间新闻和晚间新闻，我们体
验着一种紧迫的、即时的和加速的时间。这使得
政府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拿个例子来说，今天
的美国在伊拉克打击宗教极端分子。这是什么原
因? 奥巴马先生知道，美国的干预是灾难性的，直

至现在。所有的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美国记者被
斩首的画面，这改变了公共舆论，奥巴马被这种传

递给所有人的影像所造成的情感冲击所逼迫，自

100 年或 50 年以来，类似的情况可以证明新闻运
作对偶然事件和不幸的事件的影响力。
随着数字化，产生了时间性的变迁，如您在提

问中所暗示的长时段历史的消失，这符合短时段

的利益。例如，政党政治纲领的消失，纲领是一种
预期安排，是一种不能被看见的东西，它不是情感

性东西，而是理性的东西。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历
史的缩短或压缩，也可能存在着一种人类发展的

历史的消失，我们彼此生活在一个消费社会中，仅

仅消费或投资于当下，无法消费将来，我的购买或

销售行为就发生在今天。因此存在着经济支配和
信息技术支配的组合，使当下变得更加强烈，历史

在逐渐消失。这里有几个观察点。
第一，变得更具根本性的是媒介圈中的注意

力经济，如何吸引和保留注意力。遥控是个灾难，
因为人不停地从一个频道转移到另一频道，这分

散了注意力。今天的西方社会，注意力成为稀缺
资源，甚至连注意能力也成为稀缺资源。因此，必
须用电视连续剧的方式来讲述故事或历史，每 10
分钟都有意想不到的东西。今天的西方的政治家
都需要会讲故事，也就是说，像电影一样来讲故

事，要有悬念，政治圈子和媒介圈子开始一致起

来，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来引起人们的兴趣。
第二，消失的是历史，不是戏剧化(dramatisa-

tion)。史诗意义上、长征意义上、进步意义上的历
史，等等，都需要戏剧化以保持吸引力。
第三，还要说明一点，因为我们在谈论技术和

文化的二元对立，互联网矛盾地使诸多地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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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下来。不可否认，安格鲁 －撒克逊语言成了
经济和技术语言，但是通过数字化，我们也见证了

许多地方语言得以繁荣，例如人们在网络社区更

多使用本地语言而非英语，因此出现了地方身份

的回归。可能这是一种悖论或矛盾，我们需要一
种文化世界向技术世界的叠加，是我们向往差异

的需要，通过这种主体身份的回归来抵制技术的

均质化和一致化，这有时可能会成为暴力的诱因，

特别在涉及宗教、民族的身份认同时。

四、批判的武器本身要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陈卫星:您提出的关于公民媒介学(Médiologie
civique)的十一个论题(onze thèses)是关于大众传
媒与政治 －社会制度的关系的论断。我们认为，您
试图通过媒介技术发展与社会历史运动的互动关

系来强调媒介技术的前台作用。我们甚至推断，
恰恰是通过对媒介技术与社会环境的历史性分

析，您试图探索一种人和事物的主观与客观、静态
与动态的关系的根本:“我们与物的关系由人调
节，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由物调节。媒介学的功
能正是要建立技术领域和神话领域的关系，即在

不断变化的东西和能够持续存在的东西之间建立

联系。”④显然，对这种联系的建构过程和解构过
程的分析成为媒介学的一个贯穿主题。
如果说您试图在一种理论和理论的外化的巨

大差异中找到一条技术分析的肌理，这就不得不

依赖一种技术主义的阐释学，比如说，由于媒介域

发育的差别，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域或者民族 －国
家，媒介域的技术更新所带来的阶层意义和个人

意义上的赋权效应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不一样。媒
介域的转换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象征系统的冲击所

带来、所产生的社会变量是否可以作为我们学习
和应用媒介学所面对的重要命题? 换言之，您的

媒介学在学术方法上虽然有黑格尔式的“绝对精
神”的痕迹，是否在哲学上最终还是立足于当前
的现实来重新思考当代政治的自主性及其可能?

德布雷:您提到一种技术主义的阐释学问题。
考虑不同历史传统为技术一致性所带来的细微差

别，的确，这导致了许多不同的有趣的分析。例
如，以非洲为例，一些地区或国家直接从口语文化

直接跳到音视频文化，没有经过书籍文化。如果
没有印刷文化，就难于建设一个民族国家，因为一

个民族国家是一部法典，是法律，也是扫盲过程，

也是讲述自己历史的学校。当一个地区突然跳到
一个声音 －影像世界，这就有一个缺失。依据是
否存在书籍记忆，依据数字化以及视频效用，这就

是为什么不同的大陆有不同的文化。
不过，您的问题的另一点，被您称作政治自主

性的东西。从我的观点来看我所处环境中的政治
自治性，那么在西方越来越具有局限性。媒介是
主宰中的主宰(matre)。是的，在西方，政治权力
失去了自己的力量或权力。我们在此可以谈论下
君主和奴隶的关系，君主成了自己传播工具的奴

隶，媒介彻底地成了这些统治者的统治者。我举
一个有关法国的例子，因为法国总统必须出现在

电视上，并在电视上发表演说，不仅是一种理性辩

论，而且也是文化的、情感的东西。发言要短，不能
让观众感到疲劳。在有重要事情时，他需要出现在
电视上，还必须面对自己的私生活问题，因为记者

们都捅出来，这完全是一个记者成为主人的世界。
在西方，如果考虑到宗教文化的演变对社会

和媒体的影响，那么就感觉到人们越来越跟随感

知的东西或情感的东西，并把这种表现形式通过

大众传媒来进行操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着
我们的机器伦理，这些机器把我们导向某种社会，

在我们那里，个人主义支配着消费。对于公众来
说，这是一种意志或愿望(volonté)，这当然是在说
法国。同时，我们看到时间的消解，能不能有一种
对工业生产的长期规划? 我们有一种作为特殊战

略愿望的政策的危机，这种危机有利于某种再刺

激政策，导致一种情感政策，服务短时效，这不可

避免地对政治自主性产生很多的削弱，使得今天

的对政治批判必然成为媒介批判。

注:

①②③④【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240、454、35 页。

〔责任编辑:御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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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ing Connot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Memorial Since 1949

Guo Hui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the memorial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has
been changing it’s connotation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
tion，and displayi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memorial of the victory was led
by the authority in the early stage，and it’s memorial discourse centered on Pro-Soviet and Anti-A-
merican，which served for the regime construction． The memorial activities almost came to an end in
1966 when the Cultural Ｒevolution broke out． While，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more
and more social participation joined in the Anti Japanese War memorial，and the memorial discourse
returned to rational gradually． Historical facts were highly valued，the memorial come to serve for
China’s modern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reform． Nowadays，the public multi-level need is signifi-
cantly presented in the memorial． Meanwhile，the memorial becomes common and localized．

Key words: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the memorial of Anti-Japanese War; characteris-
tics in differen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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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ology: Ideas and Propositions: An Academic Dialogue on Mediology

Chen Weixing ＆ Ｒégis Debray

Abstract: Ｒégis Debray (1940 － ) is a French philosopher and writer，also one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s the most exposed in French mass media． He has published dozens of books and varieties
of articles and received a lot of interviews made by media． From the later 1980s，he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 academic paradigm of research called“Mediology”that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s be-
tween various symbols，collective social organizations，and technical systems，of which the commu-
nicational functions and the effects of signification in social or cross-social contexts are investigated．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organized the translation of his groundbreaking book 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 and published it in September，2014，which“has rapidly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the com-
munication studies circles of Chinese mainland”． Subsequently，Professor Chen Weixing，principal
translator of the book，hosted an academic dialogue with Ｒégis Debray a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both made an investigative and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on the keywords of Mediology，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diology and classical principles，as well as the values of human sciences of
this paradigm．

Key words: Mediology; transmission; informatio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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